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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模、公共服务挤出效应与流动人口子女随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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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流动人口已经达到 3. 76亿人。流动人口作为城市的建设者
和贡献者，他们的子女是否平等享受到城市的发展成果? 在城市的发展成果分配时，他们是不是更容易被“挤
出去”? 为此，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分别使用 Probit和 Iv － Probit模型检验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影
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城市规模越大，流动人口子女的随迁趋势越低。城市规模越大，教育和医疗的不足所带
来的“挤出效应”，使得流动人口的子女在父母的流入地不能正常享受教育和医疗服务，由此降低了子女的随迁
率。且相比于体制内劳动者来说，体制外劳动者的子女随迁比例更低，更容易被“挤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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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显示 ，中国流动人口已经达到 3. 76 亿人，流动人口规模还将
进一步扩大。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迁移，伴随而来的是大规模的留守儿童。留守儿童
相比于流动儿童更易遭受欺凌①。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随迁
是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关键所在。
在城市化的潮流中，中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而且正在向着都市化演变，人口向大城市( 群) 聚

集的现象普遍存在，流动人口具有明显的大城市倾向。但当前中国流动人口政策却是以中小城镇为
导向的，这就使得较多流动人口受落户条件所限②③，流入地的城市规模越大，越难享受到当地的基本

公共服务。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口向大城市集聚，大城市的公共服务，尤其是与孩子的发展相关的公共
服务如教育和医疗“供给 －需求”矛盾尖锐。同时，与老人息息相关的健康、养老等公共服务，同样面
临着“供给 －需求”不匹配的尖锐矛盾。
从长远上看，人口的流动与城镇化是不可阻挡的潮流，流动人口作为城市的生产者，其子女作为

消费者，应该有权利享受到城市的发展成果，流动人口的子女是否能够分享到城市发展所带来的福

利，这不仅涉及到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关键，也涉及到资源分配的公平问题。因此，需要考察城市规
模与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相关关系。流动人口作为城市的建设者和贡献者，他们的亲属尤其是子女
是否平等享受到城市的发展成果? 在城市的发展成果分配时，他们是不是更容易被“挤出去”?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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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具体研究思路是:首先，检验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子女的随迁行为是
否会产生影响? 如果存在影响，结果是否具有稳健性? 其次，通过工具变量法控制其中存在的内生性

问题，估计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净效应。最后，探讨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子女的随迁行为
产生影响的机制。
为此，本文使用量化数据回答上述研究问题。本文重点围绕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影

响，并论述其中的影响机制，研究具有以下重要意义:首先，从理论上拓展了研究维度，验证了城市规

模对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影响。本文通过公共服务这一影响机制，厘清了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子女
随迁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从理论上拓展了该领域研究的维度与深度。其次，从实践上为构建面向家
庭的流动人口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供支撑，这对于缓解社会矛盾和促进城市化
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系统的研究分析有助于厘清社会矛盾现象背后的发生机制，对今后制定
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说

( 一) 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影响分析

尽管对于整个家庭来说，父母外出务工能提高家庭的经济水平，但每个家庭成员的情感需求也是

不容忽视的。因此，流动人口家庭的“再团聚”是必然的发展趋势。而实现家庭的亲子团聚，关注外出
父母的返乡只是其中一方面，另外，也应当重视子女的随迁( Kwak，2003; Gilbert et al，1999 ) ［1 ～ 2］。以
往研究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了子女随迁的影响因素。
在个体因素方面，现有的研究主要从孩子的性别和年龄上来考虑。吕利丹等( 2013) ［3］的研究表

明，男孩和学龄前儿童更可能实现随迁( 刘成斌等，2016 ) ［4］。柯宓( 2016 ) ［5］发现学龄前子女的随迁
可能性会明显高于学龄子女，且以初中适龄阶段的子女尤甚。家庭因素方面，主要包括家庭整体的生
活条件、父母的文化水平、收入水平、职业状况、迁移状况等。杨舸等( 2011) ［6］认为子女的随迁决策
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流动人口自身能为子女所提供的物质保障程度的影响，在流入地拥有良好的住房

条件和独立性的家庭更加倾向于子女随迁，而在户籍地老家住房条件较差也成为促使儿童随迁的一

大推力( 吕利丹等，2013 ;许传新等，2010) ［3］［7］。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受教育水平较高的父母倾向
于在迁移时把子女带在身边( 梁宏等，2010;孙志飞，2010;宋锦等，2014; Fang et al，2018) ［8 ～ 11］。另外，
母亲是否流动也对子女是否随迁有关键作用( 吕利丹等，2013) ［3］，如果母亲的受教育程度较高，就业
机会较多，子女被带进城的可能性就进一步提高( 宋锦等，2014) ［10］。
可以看出，目前的大部分研究都是从个人和家庭等微观层面来探讨流动人口子女的随迁因素，对

宏观层面上的探讨还依然较少。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市民化等社会经济行为等会产生
一定的影响( 朱明宝等，2016;张文武等，2018;李瑞等，2018) ［12 ～ 14］，有研究表明，城市规模的增大会通

过提高流动人口稳定就业概率和同乡集聚效应来促进外来人口的留城意愿( 黄梦琪等，2021 ) ［15］，那
么会对流动人口子女的随迁决策产生影响吗? 影响机制又是怎样的呢?

一方面，部分研究主要从城市规模会影响父母的迁移决策、进而影响到子女的随迁决策来展开的。
东部的大城市作为发达地区集聚地是流动人口子女的“不友好”地区，一线城市的农民工子女留守概率
显著升高，而父母的流动距离越短，流动时间越长，越倾向于安排子女随迁 ( 胡霞等，2016; 梁宏等，
2010) ［16］［8］。农民工向经济发达的大城市迁移时，往往是为了追求更好的自身发展，因此，这种迁移常常
伴随子女的留守。相比较而言，农民工在进入到中小城市务工时，减少了高工资与子女随迁的权衡和取
舍，其子女随迁决策更加中性( 梁宏等，2010;宋锦等，2014) ［8］［10］。除此之外，还有研究表明，城市社会保
护可以显著提升农民工子女随迁的概率，在特大城市尤为显著( 王春凯等，2021) ［17］。
另一方面，部分研究则是直接从家庭化同住趋势方面来展开研究的。有研究认为，城市规模与农

民工的家庭化同住趋势呈现出负向的相关关系( 汪建华，2017) ［18］。与之结论不同，有些研究则发现
城市规模与农民工核心家庭的团聚存在着“倒 U型”的关系，大城市中的农民工核心家庭最有可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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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团聚，特大及以上城市中的农民工核心家庭最难实现团聚( 谷莎菲等，2018) ［19］。
以往的研究主要就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影响因素以及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的社会经济行为等方面

的影响进行了一系列分析，但是就城市规模与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影响方面，相关研究仍然欠缺。具体
来看，主要存在以下不足:首先，部分研究主要以家庭同住趋势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侧重于家庭结构的完

整性，而对随迁子女这一群体的具体研究相对欠缺。其次，现有的研究对于城市规模影响流动人口子女
随迁概率的内在机制并没有给出较好的解释。最后，对于城市规模指标的衡量更多的也是将城市分为几
个大类分别做回归，忽视了城市的相关特征。对于流动人口而言，以城市规模为依据制定的城镇化政策
是影响其子女随迁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如何顺应流动人口子女的随迁趋势、回应流动人口的市民化需
求，是完善当前城镇化政策最基本的立足点之一。那么，我们需要研究城市的规模对儿童随迁的决策究
竟存在着怎样的影响? 城市公共服务的供给以及可及性又是如何影响流动人口子女的随迁?

为了对以上问题作出回答，本文将依据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以及全国
人口普查数据，采用 Probit模型和 Iv － Probit模型，在有效控制了所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之后，分析城市
规模对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
( 二) 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子女随迁影响:理论机制与假说

在 Grossman( 1972) ［20］构建的健康人力资本模型中，医疗服务作为维持健康人力资本存量的重要
投入品被纳入到模型中。近年来，国外的一些关于家庭化流动的研究开始探索子女的发展需求对家
庭迁移决策制定的重要作用( Halfacree et al，1993) ［21］。Bushin( 2010) ［22］对英国乡城迁移家庭的研究
发现，父母在作家庭迁移决策时会充分考虑其子女的未来发展，因此，他们倾向于考量迁移地是否能

为子女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除了经济因素的考量之外，流入地的与儿童发展息息相关的公共服务
的提供也对父母所作出的家庭迁移决策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特别是教育和医疗资源。
健康和教育同属个人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Case等( 2005) ［23］的相关研究发现，如果儿童当

前的健康状况较差，那么他们当前的学业整体水平不甚理想，成年之后的社会地位和健康状况也处于

相对劣势的地位。因此，在地区间、城市间教育、医疗资源配置仍不均衡的大背景下，他们能否享有充
分的公共资源也成为父母在决定其是否随同流动时考虑的因素之一。

1．父母流入地城市规模会影响其子女随迁的可能性
城市规模越大，人均公共服务水平较低，门槛较高，构成了儿童随迁的阻力。当前中央财政转移

支付仍然以户籍人口为依据( 辜胜阻等，2014) ［24］，城市规模越大，相应的流动人口规模也越大，而这
会显著降低人均普通教育经费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医疗卫生支出等( 杨刚强等，2017) ［25］。与
孩子的成长和发展息息相关的医疗和教育等公共资源在流动人口聚集的大城市更加紧张，在这些大

城市，流动人口的数量往往是当地户籍人口的几十倍。也就是说，虽然大城市的公共服务更好，但可
及性较低，外来人口难以获得与当地居民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 宋锦等，2014) ［10］。
户籍制度壁垒显著降低了公共资源对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拉动作用( 陶然等，2011) ［26］。就随迁

儿童的就学现状来看，随迁儿童的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阶段均处于低水平失衡状态( 宋月萍等，2017;
黄颖，2015) ［27 ～ 28］，儿童转学率和失学率比较高，而且教学质量也相对缺乏保障( 谢建社等，2011) ［29］。
另外，研究还发现跨省份随迁儿童在就学机会和就学环境方面都处于劣势( 王宗萍等，2010) ［30］，且不
同地区流动儿童教育现状存在较大差异。就医疗卫生服务方面来看，流动儿童对流入地的医疗卫生
服务的利用率依然相对较低( 高春梅等，2013) ［31］，计划免疫建证、建卡及接种率也比较低，除流动儿
童自身家庭的因素外，流入地基层卫生机构的医疗服务可获得性不高也是阻碍儿童随迁的重要原因

( 贾伟华等，2010) ［32］，从而构成儿童随迁的阻力。
假设 1:城市规模越大，人均公共服务水平越低，子女随迁可能性越低。
2. 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流入地的公共服务供给日渐成为影响儿童随迁的主要因素，与成人看重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不

同，儿童的流动决策则更加看重城市的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一方面，大城市拥有总体水平高、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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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基础教育资源，并且还拥有包括先进的医疗设备、高技能的医务人员和相对健全的医疗保障体
系在内的医疗资源( 魏守华等，2015; Xing et al，2017) ［33 ～ 34］。同时，还拥有丰富多彩的公共科技和文
化资源、便捷的公共交通和公共安全保障资源( 覃成林等，2016) ［35］。另一方面，父母的工作单位性质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子女能否更好享受到流入地的公共服务。体制内的工作享有更完整的法定休假
福利，体制内工作更加稳定，且在户口、医疗、教育等方面确实有更优厚的待遇。相关研究也表明，体
制内就业者对福利保障的满意程度高于体制外就业者( 韩丹，2010) ［36］。
假设 2:相比于体制外劳动者，体制内劳动者获得公共服务的可及性更高，城市规模通过公共服务

“挤出效应”对子女随迁的影响越低。

三、实证策略、数据与模型

( 一) 实证策略

1. 普通 Probit模型
Probit模型是计量经济学非线性分析中非常重要的模型之一，在劳动力转移的研究中经常使用

( 都阳等，2003;洪炜杰等，2016; 朱农，2002; 樊士德等，2016; 刘靖，2008 ) ［37 ～ 41］。根据数据样本的类
型，子女的随迁决策有两种类型: 随迁和不随迁，而影响随迁决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子女的性

别、年龄、家庭特征、城市特征等。
由于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否随迁”是一个二元 0 ～ 1 变量，因此，本文的基本计量模型为基于个

人层面的 Probit模型，假设每个流动子女的随迁概率由以下方程决定:
Prob( Suiqianij = 1) = ( α1 Indiij + α2Famiij + α3Scalej + α4Cityj ) ( 1)

其中，i和 j表示居住在城市 j中的个人 i。回归的样本限于 0 ～ 14 岁的孩子。被解释变量是一个有关
个体随迁状态的 0 ～ 1 变量，若一个孩子随父母到父母务工的城市，则取值为 1; 若没有，则取值为 0。
在回归方程的右边，是可能影响是否随迁的个人特征向量，包括性别、年龄、户口性质等; 可能影响孩
子随迁的家庭特征向量，主要包括父母的受教育情况、父母的流动状态以及家庭经济条件等，表示有
关城市规模的一个度量指标;其他可能影响就业的城市特征包括在向量中，主要包括城市的外商实际

投资额和产业结构水平。
2. IV － Probit模型的两步估计法
本文的主要模型 IV － Probit采用 Heckman 两步法进行参数估计。第一阶段，把内生解释变量城

市规模( Scale) 对所有工具变量和外生解释变量作 Probit回归，得到潜变量 Scale* 的拟合值 Scale* ^，即

Scale*j = ρZi + δIndiij + ФFamiij + ωCityj + ui ( 2)
Scale* ^

j = ρ^Zi + δ^Indiij + Ф^Famiij + ω^Cityj + ui ( 3)
其中，̂表示变量的拟合值或参数的估计值，Indiij，Famiij，Cityj 是与普通 Probit 模型中相同的控制变
量，Zi 为工具变量构成的向量。第二阶段，将对第一阶段得到的拟合值、外生解释变量等作 Probit 回
归，即

Prob( Suiqianij = 1) = ( α1
* Indiij + α2

* Famiij + α3
* Scale* ^

j + α4
* Cityj + εi ) ( 4)

通过以上两个阶段的回归，就可以得出 α3
* 的一致估计。参数 α3

* 能够反映 Scale与 Suiqian的关
系，但与普通 Probit模型中的 α3 不可混为一谈( 连玉君等，2015)

［42］。
( 二) 数据与变量设置

实证部分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 2016 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该数据是由国家卫
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持开展，该调查覆盖全国 31 个省份( 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本文主要选取个人问卷数据，重点关注流动人口家庭中 14 周岁及以下的儿童，剔除不符合年龄
和户籍条件以及变量信息缺失的样本。此外，还在个体数据上匹配了 2016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
据，包括各地级市、直辖市( 以下简称各市) 人口、教育、卫生等数据，以进一步分析城市公共资源及服
务对儿童随迁的影响。为了检验模型的稳健性，将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2000年第五次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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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口普查数据的人口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替代变量，其中，2010 年的人口数据是各市的常住人口数
据，2000年的人口数据是各市市辖区常住人口。为了解决模型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使用 1964年第二次全
国人口普查数据作为工具变量。本文得到的最终有效样本共 86906份①，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1。

表 1 变量介绍与描述统计

变量名称 测度方法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是否随迁 是 = 1，否 = 0 0. 713 0. 453 0. 000 1. 000

市辖区年末总人口 根据实际情况测算( 单位:百万) 4. 597 4. 895 0. 154 21. 291

2010 年各市常住人口 根据实际情况测算( 单位:百万) 8. 293 6. 688 0. 232 28. 846

2000 年各市市辖区常住人口 根据实际情况测算( 单位:百万) 3. 708 3. 982 0. 160 13. 963

1964 年各市年末总人口 根据实际情况测算( 单位:百万) 2. 611 2. 985 0. 076 10. 816

孩子性别 男 = 1，女 = 0 0. 545 0. 498 0. 000 1. 000

孩子年龄 根据实际情况测算 6. 536 3. 979 0. 000 14. 000

孩子户口 农业户口 = 1，非农业户口 = 0 0. 828 0. 377 0. 000 1. 000

父母平均受教育年限 根据实际情况测算 10. 344 2. 624 0. 000 19. 000

母亲是否在流入地 在 = 1，不在 = 0 0. 932 0. 252 0. 000 1. 000

受访人流动时间 根据实际情况测算 5. 550 4. 803 0. 000 41. 000

是否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是 = 1，否 = 0 0. 507 0. 500 0. 000 1. 000

是否打算在本地长期居住 是 = 1，否 = 0 0. 687 0. 464 0. 000 1. 000

是否在本地购有住房 是 = 1，否 = 0 0. 293 0. 455 0. 000 1. 000

受访人流动范围
1 =跨省份，2 =省份内跨市，

3 =市内跨县
1. 709 0. 753 1. 000 3. 000

全家在本地月总收入取对数 根据实际情况测算 8. 771 0. 544 0. 693 15. 607

实际使用外资总额 根据实际情况测算 11. 691 2. 045 1. 386 14. 564

产业结构 第三产业 /第二产业 1. 544 0. 893 0. 312 4. 761

人均教育支出 根据实际情况测算( 单位:百元) 29. 238 16. 699 2. 903 81. 285

每万人拥有的床位数 根据实际情况测算( 单位:张) 87. 948 26. 525 13. 652 170. 038

因变量的测量。子女随迁的界定。本文以子女是否跟随父母流动为标准，来判定子女是否处于
随迁状态，若子女跟随父母流动，则视为随迁状态，赋值为 1。若子女没有跟随父母流动，则视为留守
状态，赋值为 0。
自变量的测量。衡量城市大小的数量概念，包括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地域规模两种指标，通常人

口规模是衡量城市规模的决定性指标( 因为城市地域规模会随着人口规模的变化而变化) 。本文的核
心解释变量是各地级市( 或直辖市) 的城市规模，用人口规模来衡量，后面也会使用地级市辖区建成面

积来做稳健性分析。关于人口规模的测量，分别用 2016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 2015 年各地级市( 或
直辖市) 的年末总人口、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各地级市( 或直辖市) 常住人口和 2000 年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各地级市( 或直辖市) 的市辖区常住人口。
控制变量的测量。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三大类: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城市特征。关于个体特征变

量主要体现在个体人口学特征:性别变量，男性赋值为 1，女性赋值为 0;年龄变量，是受访者在接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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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时其孩子的周岁年龄;户口变量，我们以孩子自己的户口来体现城乡二元区别。家庭特征主要包括
家庭整体的经济、流动状态等状况，还包括父母的一些个人信息。城市方面的特征我们控制了实际使用
外资总额和产业结构。外资总额衡量城市的开放程度，产业结构更是和流动人口的就业息息相关。产业
结构参照朱明宝等( 2016) ［12］的研究，使用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比重作为产业结构的衡量指标。
工具变量的测量。参考城市规模对社会经济影响的一些研究( 孙三百等，2014; 陆铭等，2012; 范

红忠等，2015) ［43 ～ 45］，我们用以往年份的城市人口规模数据作为工具变量。考虑到 1953 年第一次全
国人口普查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普查数据缺失较为严重，再加上 1959—1961 年中国出现了较为严重
的三年自然灾害，这对当时的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都造成了重要的影响，因此，以 1964 年第二次全国
人口普查数据中各地级市年末人口作为工具变量。
中介变量的测量。以人均教育支出和每万人拥有的床位数来衡量城市里的人均基本教育和医疗

公共服务。

四、描述性统计:城市规模与流动人口子女随迁

( 一) 不同城市规模下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年龄和户口差异

从流动人口的户籍来看( 见表 2) ，总的来说，具有农业户口的孩子其随迁比例要大于非农业户口的
孩子。对于农业户口的孩子来说，依然是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随迁比例较低。但是对于非农业户口的
孩子来说，特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的随迁比例较低，而超大城市、大城市和小城市相对较高。从孩子的年龄
和城市规模的交互分析来看，无论流动人口的流入地的城市规模属于哪一类，子女年龄越小，其随迁的可

能性就越大。对于超大城市来说，子女在 0 ～5岁学龄前教育阶段和 6 ～ 11 岁小学教育阶段的随迁比例
分别为 66. 8%和 62. 43%，12 ～14岁初中教育阶段的为 52. 84%。而对于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和
小城市来说，12 ～14岁的孩子较其他年龄段的孩子随迁比例相对低一些，但差别不是很大。

表 2 不同年龄、不同户口性质的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状况的分布

超大城市 特大城市 大城市 中等城市 小城市

农业户口 64. 2 66. 34 76. 83 76. 4 78. 14

非农业户口 61. 75 45. 57 63. 53 49. 21 61. 9

0 ～ 14 岁 63. 43 62. 3 75. 01 72. 15 75. 87

0 ～ 5 岁 66. 8 63. 05 75. 33 71. 94 76. 2

6 ～ 11 岁 62. 43 61. 73 75. 72 72. 71 76. 93

12 ～ 14 岁 52. 84 61. 59 71. 98 71. 2 72. 39

( 二) 不同城市规模下的随迁儿童所能享受到的基本教育公共服务的差异

表 3 不同城市规模下的随迁儿童入学比例( 0 ～ 6 岁小孩托育)

超大城市 特大 /大城市 中小城市

第一个孩子
在家 49. 37 42. 18 35. 95

入托 /入园 /入学 50. 63 57. 82 64. 05

第二个孩子
在家 62. 48 53. 31 50. 15

入托 /入园 /入学 37. 52 46. 69 49. 85

从表 3 中可以看出，对于流动人口来说，其 0 ～ 6 岁孩子的入托、入园和入学情况，超大城市、特大
城市和大城市的比例要明显低于中小城市。在超大城市，流动人口的第一个孩子只有 50. 63%的能够

·48·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2021 年第 8 期)



托育，而在中小城市则有 64. 05%。就进入学校的性质来看 ( 见表 4 ) ，随迁儿童在超大城市只有
67. 69%能够进入到公立学校，特大和大城市则是 72. 65%，而中小城市则有 78. 07%。因此，超大城市
的随迁儿童获得该地的教育公共服务的比例占比更低，公共服务的获取难度更大。

表 4 不同城市规模下的随迁儿童进入公立学校的比例

超大城市 特大 /大城市 中小城市

公立 67. 69 72. 65 78. 07

私立 25. 86 25. 4 21

五、计量分析: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影响

( 一) 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子女随迁影响的基本回归

表 5 报告了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子女随迁影响的估计结果。表 5 第( 1) 列没有添加控制变量，仅
仅考察了城市规模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城市规模的回归系数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说明城
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子女的随迁表现出抑制作用，即城市规模越大，流动人口子女越不容易随迁。经测
算，城市规模均值处的连续边际效应为 － 0. 0135，即城市规模每扩张 1%，流动子女的随迁概率降低
0. 0135 个百分点。流动人口流入地的城市规模越大，会降低流动人口子女的随迁比例。

表 5 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子女随迁影响的 Probit回归

( 1) ( 2) ( 3) ( 4)
是否随迁 是否随迁 是否随迁 是否随迁

2015 年市辖区年末总人口
－ 0. 040＊＊＊

( 0. 001)
－ 0. 036＊＊＊

( 0. 001)
－ 0. 029＊＊＊

( 0. 002)
－ 0. 019＊＊＊

( 0. 002)

孩子性别
0. 001
( 0. 009)

0. 016
( 0. 015)

0. 024
( 0. 016)

孩子年龄
－ 0. 016＊＊＊

( 0. 001)
－ 0. 015＊＊＊

( 0. 002)
－ 0. 015＊＊＊

( 0. 002)

孩子户口
0. 384＊＊＊

( 0. 012)
0. 450＊＊＊

( 0. 022)
0. 487＊＊＊

( 0. 023)

父母平均受教育年限
0. 029＊＊＊

( 0. 004)
0. 026＊＊＊

( 0. 004)

母亲是否在流入地
2. 092＊＊＊

( 0. 038)
2. 071＊＊＊

( 0. 040)

受访人流动时间
0. 039＊＊＊

( 0. 002)
0. 038＊＊＊

( 0. 002)

是否签有固定期限的合同
－ 0. 102＊＊＊

( 0. 016)
－ 0. 076＊＊＊

( 0. 017)

是否打算长期居住( 5 年以上)
0. 446＊＊＊

( 0. 017)
0. 437＊＊＊

( 0. 018)

是否在本地购有住房
0. 266＊＊＊

( 0. 020)
0. 263＊＊＊

( 0. 021)

流动范围( 1 =省份内跨市，0 =其他)
0. 311＊＊＊

( 0. 018)
0. 305＊＊＊

( 0.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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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续)

( 1) ( 2) ( 3) ( 4)
是否随迁 是否随迁 是否随迁 是否随迁

流动范围( 1 =市内跨县，0 =其他)
0. 391＊＊＊

( 0. 025)
0. 381＊＊＊

( 0. 028)

全家本地月总收入
0. 030
( 0. 018)

0. 076＊＊＊

( 0. 020)

实际使用外资总额
－ 0. 069＊＊＊

( 0. 006)

产业结构
0. 150＊＊＊

( 0. 010)

_cons
0. 754＊＊＊

( 0. 006)
0. 526＊＊＊

( 0. 014)
－ 2. 900＊＊＊

( 0. 161)
－ 2. 786＊＊＊

( 0. 173)

pseudo Ｒ2 0. 019 0. 030 0. 204 0. 205

N 86906 86906 35479 32522

注: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 ＊＊＊表示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表 5 第( 2) 列是在第( 1) 列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个体特征变量中性别、年龄和户口性质。回归结
果发现，城市规模与流动人口子女随迁之间的关系依然为负。经测算，城市规模均值处的连续边际效
应为 － 0. 012，即城市规模每扩张 1%，流动子女的随迁概率降低 0. 012 个百分点。另外，研究发现，孩
子的性别对于随迁概率的影响是不显著的。由于近年来计划生育的严格执行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
展，重男轻女思想得到了有效遏制( 陆方文等，2017;陆万军等，2016) ［46 ～ 47］。因此，研究发现对于孩子
的随迁来说，不存在明显的男女差异。总的来说，孩子的年龄越大，其随迁的概率越小。农业户口相
比于非农业户口，其随迁的概率更大。
表 5第( 3) 列是在第( 2) 列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了家庭层面上的变量，包括父母以及家庭整体情况

的相关变量。回归结果表明，城市规模的回归系数依然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其在城市规模均值
处的连续边际效应为 －0. 011，即城市规模每扩张 1%，流动人口子女的随迁概率降低 0. 011 个百分点。
另外，研究发现，父母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越高，其子女随迁的概率越大。母亲在流入地，能有效提高子女
的随迁概率。父母的流动时间越长，打算在流入地待得越久，其子女越容易随迁。相比于跨省份流动，省
份内跨市以及市内跨县，子女的随迁概率越高。父母能为子女在流入地提供更好的物质保障，子女的随
迁率更高，回归结果也证实，全家在流入地总收入越高，在流入地购买了自己的住房的家庭，其子女的随

迁率越高。以上结果与杨舸等( 2011) ［6］、吕利丹等( 2013) ［3］、许传新等( 2010) ［7］的研究相一致。
表 5 第( 4) 列是在第( 3) 列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了城市层面上的变量。回归结果显示，城市规模

与流动人口的子女随迁之间依然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关系。其在城市规模均值处的连续边际效应为
－ 0. 007，即城市规模每扩张 1%，流动人口子女的随迁概率降低 0. 007 个百分点。在城市特征变量
上，实际使用外资越高，其子女随迁的概率越低。第三产业占比越大，流动人口子女越容易随迁。其
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和前几列基本一致。
( 二) 内生性和稳健性讨论

1. 内生性处理
表 5 的回归结果可能会有偏估计。在考察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子女是否随迁的影响过程中，一

方面，回归中可能遗漏了既影响城市规模又影响子女随迁的变量，从而导致内生性问题。虽然我们在
回归中尽可能地控制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城市特征变量，以克服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但仍
然存在一些不可测的因素对二者同时存在影响，从而造成估计的偏误。另一方面，子女的随迁与城市
规模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也会导致内生性问题。城市规模的扩张会影响流动人口子女的随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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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的随迁难度，又直接影响劳动力流动到该城市的意愿，从而影响城市规模。因此，有必要寻找合
适的工具变量来克服上述所提到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 1964 年的人口数量作为 2015 年城市规模
的工具变量，采用工具变量的估计方法来对模型进行估计，以减少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和双向因果所

带来的偏误。
首先，在第一阶段检验了工具变量对用 2015 年市辖区总人口数量作为城市规模度量指标的估

计。研究发现，1964 年的城市人口数量对 2015 年市辖区总人口数量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逐步加入
相关控制变量，在考察 1964 年城市规模对当前城市规模的影响时，工具变量显著性 F 检验的值分别
为 43302、8712 和 6714，都超过了 10，且 P值均为 0. 000。而且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工具变量对
城市规模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模型具备相当好的解释力，由此，我们认为回归中并不存在

明显的弱工具变量问题，说明选取的工具是合理的。
表 6 的回归结果表明，城市规模对子女的随迁依然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对比表 5 的回归结果

可知，与采用普通 Probit模型相比，采用 IV － 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基本结论不变，但是城市规模的回
归系数的绝对值都有所提高，也就是说其影响效应有所增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工具变量法起

到了预期的作用，有效降低了内生性所带来的偏误。逐步加入控制变量，经测算，城市规模均值处的
连续边际效应的范围在 0. 033 ～ 0. 045 之间，即城市规模每扩张 1%，流动子女的随迁概率降低 0. 033
～0. 045 个百分点。各层面控制变量的结果基本上也与表 5 中的结果保持一致，但回归系数稍微有变
化，系数的绝对值基本上也都是有所提高，在此不一一赘述。

表 6 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子女随迁影响的 Iv － Probit回归

( 1) ( 2) ( 3) ( 4)
是否随迁 是否随迁 是否随迁 是否随迁

第一阶段

1964 年城市人口规模
1. 145＊＊＊

( 0. 003)
1. 136＊＊＊

( 0. 003)
1. 027＊＊＊

( 0. 004)
0. 679＊＊＊

( 0. 003)
第二阶段

2015 年市辖区年末总人口
－ 0. 043＊＊＊

( 0. 001)
－ 0. 038＊＊＊

( 0. 001)
－ 0. 033＊＊＊

( 0. 003)
－ 0. 045＊＊＊

( 0. 005)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_cons
0. 754＊＊＊

( 0. 008)
0. 519＊＊＊

( 0. 017)
－ 3. 262＊＊＊

( 0. 172)
－ 3. 523＊＊＊

( 0. 190)
Wald chi2( 1) 69. 17 55. 75 44. 56 110. 13

N 76799 76799 31566 28946

注: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 ＊＊＊表示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控制变量与上文一致。

2. 稳健性检验———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为了进一步检验上述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变换了城市规模的衡量指标，分别加入 2015 年市辖区

年末总人口的平方项，使用 2015 年市辖区建成面积、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的各市常住
人口和 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的各市市辖区常住人口作为城市规模的衡量指标。其中，
市辖区建成面积代表的是城市的土地规模，普查数据代表的是城市的人口规模。
一方面，在中国近年来的城镇化过程中，大量的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实现了居住空间的转移和“身

份上”的市民化，由于城市规模的扩张所带来的“集聚效应”和“拥挤效应”，使得不同城市规模下的流
动人口在社会融入、幸福感、市民化意愿等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分化。一些学者在研究城市规模与社会
融入和市民化之间的关系时，发现了“U”型关系 ( 朱明宝等，2016; 张文武等，2018; 李瑞等，
2018) ［12 ～ 14］。因此，有必要探讨一下城市规模是否与流动人口子女随迁之间也存在“U”型关系。在
表 7 中，在原有模型的基础上，加入城市人口规模的平方项，结果表明，这一平方项并不显著，说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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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规模与流动人口子女随迁之间并不存在“U”型关系。
另一方面，本文的主要自变量使用的是 2016 年城市统计年鉴中市辖区年末总人口这一项指标，

而这一项指标的统计口径是户籍人口，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外来人口的存在，标准的对城市规模的定

义应该是对城区常住人口的统计。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统计的是各市的常住人口，
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统计的是各市市辖区的常住人口，因此，我们同时选用这两项指标
作为稳健性检验的关键变量。
另外，从表 7 和表 8 的回归结果中看出，城市规模与流动人口子女随迁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

系，这表明前文的结果是稳健的。使用 2015 年市辖区建成面积作为城市规模的衡量指标，可以发现
城市规模均值处的连续边际效应为 0. 07，也就是说，城市市辖区建成面积每扩张 1%，流动人口子女
随迁的概率降低 0. 07 个百分点。使用 2010 年各市常住人口，在加入控制变量之后，经测算，城市规
模均值处的连续边际效应为 0. 028，即城市规模每扩张 1%，流动子女的随迁概率降低 0. 028 个百分
点。使用 2000 年各市市辖区常住人口，在加入控制变量之后，经测算，城市规模均值处的连续边际效
应为 0. 045，即城市规模每扩张 1%，流动子女的随迁概率下降 0. 045 个百分点。可见，表 6 的结果具
有一定的稳健性。

表 7 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子女随迁影响的稳健性回归:“U”型、市辖区面积

( 1) ( 2)

是否随迁 是否随迁

2015 年市辖区年末总人口的平方
0. 001
( 0. 0004)

2015 年市辖区建成面积
－ 0. 191＊＊＊

( 0. 036)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_cons
－ 2. 846＊＊＊

( 0. 177)
－ 2. 557＊＊＊

( 0. 193)

pseudo Ｒ2 0. 206 0. 212

N 32522 28663

注: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 ＊＊＊表示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控制变量与上文一致。

表 8 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子女随迁影响的稳健性回归: 2010 年、2000 年总人口

( 1) ( 2) ( 3) ( 4)

是否随迁 是否随迁 是否随迁 是否随迁

第一阶段

1964 年城市人口规模
1. 638＊＊＊

( 0. 004)
1. 096＊＊＊

( 0. 005)
1. 058＊＊＊

( 0. 003)
0. 671＊＊＊

( 0. 004)

第二阶段

2010 年各市常住人口
－ 0. 030＊＊＊

( 0. 001)
－ 0. 028＊＊＊

( 0. 003)

2000 年各市
市辖区常住人口

－ 0. 046＊＊＊

( 0. 001)
－ 0. 045＊＊＊

( 0. 005)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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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续)

( 1) ( 2) ( 3) ( 4)

是否随迁 是否随迁 是否随迁 是否随迁

_cons
0. 810＊＊＊

( 0. 009)
－ 3. 543＊＊＊

( 0. 190)
0. 736＊＊＊

( 0. 008)
－ 3. 571＊＊＊

( 0. 193)
Wald chi2( 1) 7. 06 21. 98 332. 55 132. 35

N 76669 28895 76368 28812

注: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 ＊＊＊表示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控制变量与上文一致。

六、城市规模、挤出效应与流动人口子女随迁:机制检验

包容性的城市发展强调要充分重视城市中每一位成员的社会保障，使每一位成员都能够充分享

受到城市发展的成果。目前，就中国城市发展的过程来看，流动人口作为城市发展的贡献者，其子女
作为城市发展成果的消费者，并没有完全享受到城市的发展成果。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流动人
口的子女留守比例在上升，随迁的比例在下降。总的来看，城市规模越大，流动人口越容易被“挤出
去”，其被“挤出去”的方式之一则是子女无法享受到正常的城市公共服务，分享城市的发展成果。对
此，本文将通过一系列的实证方法对该“挤出”过程以及该过程的人群异质性分化进行检验。本文借
鉴温忠麟等( 2004) ［48］提出的中介效应依次检验和 Sobel 检验方法，该检验程序也适合多个自变量和
多个中介变量的情形，本文主要检验教育和医疗两种公共服务。
( 一) 教育和医疗影响子女随迁的中介效应:总体检验

表 9是城市规模通过教育和医疗公共服务影响子女随迁的总体检验结果，简便起见，所有的中介效
应的考察回归表格，都省去了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其中，第一步是城市规模影响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
回归结果，第二步是城市规模对教育和医疗公共服务的回归结果，第三步是加入教育和医疗以后，城市规

模对子女随迁的回归结果。表 9回归结果揭示出，不管是否控制了教育和医疗公共服务，城市规模的回
归系数都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城市规模的扩大会降低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概率。
由于第一步城市规模的系数都在 1%的水平上显著，根据中介效应检验方法，进入第二步。第二步

的回归结果显示，城市规模对教育和医疗的影响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表明城市规模越大，
人均教育支出和每万人拥有的床位数越低。然后，进入第三步，在城市规模对子女随迁的影响模型中加
入教育和医疗之后，城市规模的系数依然显著为负，而且城市规模的系数绝对值由不加入中介变量的
0. 045 降低到 0. 044，因而存在以教育和医疗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其中，教育和医疗在城市规模对流
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影响中的中介效应为 0. 001，该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所占比例为 2. 22%。
表 9 的实证结果表明，在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影响过程中，教育和医疗这两种公共服

务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也就是说，城市规模越大，越存在人均教育经费和人均医疗这两种公共服务
不足的情况，而教育和医疗的不足使得流动人口的子女没办法在父母的流入地正常享受教育和医疗

服务，由此降低了子女的随迁概率。这在一定程度上很好地验证了我们设想的“城市规模越大→人均
公共服务水平越低→子女随迁可能性越低”这一传导机制。为此，假设 1 得到验证。

表 9 教育和医疗影响子女随迁的中介效应:总体检验

第一步( 1) 第二步( 2) 第三步( 3)

是否随迁 人均教育支出 每万人拥有的床位数 是否随迁

2015 年市辖区年末总人口
－ 0. 045＊＊＊

( 0. 005)
－ 5. 980＊＊＊

( 0. 038)
－ 6. 377＊＊＊

( 0. 120)
－ 0. 044＊＊＊

( 0. 005)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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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续)

第一步( 1) 第二步( 2) 第三步( 3)

是否随迁 人均教育支出 每万人拥有的床位数 是否随迁

人均教育支出 — — —
0. 003＊＊＊

( 0. 001)

每万人拥有的床位数 — — —
0. 0002
( 0. 0004)

_cons
－ 3. 502＊＊＊

( 0. 188)
4. 415＊＊＊

( 0. 215)
63. 110＊＊＊

( 0. 672)
－ 3. 360＊＊＊

( 0. 193)

Wald chi2( 1) 110. 56 108. 86
N 28946 97655 97655 28946

注: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 ＊＊＊表示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 二) 教育和医疗影响子女随迁的中介效应:体制内外差异

父母的工作单位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子女能否更好地享受到流入地的公共服务。为了考
察城市规模通过教育、医疗两种公共服务对孩子随迁影响的中介效应，是否因为父母的单位性质不同
而表现出差异，本文根据样本分布的特点，将样本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组。在此基础上进行分组回
归，检验结果如表 10 所示。表 10 的结果显示，对于体制内和体制外而言，城市规模对子女随迁的回
归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
就其中介效应来说，对于体制内这一群体，无论是否加入中介变量，城市规模系数的绝对值始终

都是 0. 053，中介效应并不明显。对于体制外这一群体来说，城市规模系数的绝对值在不加入中介变
量时是 0. 045，而加入中介变量之后是 0. 043，中介效应明显，且在总效应中所占比例为 4. 44%。为
此，假设 2 得到验证。可能的原因是，对于体制内的人员来说，他们工作时间相对固定，且能够享受到
城市的高福利，所以他们倾向于将孩子带在身边。而对于体制外的这一群体来说，即使城市整体上拥
有较好的教育和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但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等，他们也更难获得城市的教育、医疗
等公共服务，因此，其孩子随迁的可能性也较低。

表 10 教育和医疗影响子女随迁的中介效应:体制内外差异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是否随迁 人均教育支出 每万人拥有的床位数 是否随迁

体

制

内

2015 年市辖区年末总人口
－ 0. 053＊＊＊

( 0. 017)
－ 5. 980＊＊＊

( 0. 038)
－ 6. 377＊＊＊

( 0. 120)
－ 0. 053＊＊＊

( 0. 018)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人均教育支出
－ 0. 001
( 0. 003)

每万人拥有的床位数
－ 0. 0003
( 0. 001)

_cons
－ 5. 004＊＊＊

( 0. 618)
4. 415＊＊＊

( 0. 215)
63. 110＊＊＊

( 0. 672)
－ 5. 050＊＊＊

( 0. 626)

Wald chi2( 1) 3. 09 3. 22

N 2836 97655 97655 2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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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续)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是否随迁 人均教育支出 每万人拥有的床位数 是否随迁

体

制

外

2015 年市辖区年末总人口
－ 0. 045＊＊＊

( 0. 005)
－ 5. 980＊＊＊

( 0. 038)
－ 6. 377＊＊＊

( 0. 120)
－ 0. 043＊＊＊

( 0. 005)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人均教育支出
0. 003＊＊＊

( 0. 001)

每万人拥有的床位数
0. 0002
( 0. 0004)

_cons
－ 3. 270＊＊＊

( 0. 199)
4. 415＊＊＊

( 0. 215)
63. 110＊＊＊

( 0. 672)
－ 3. 109＊＊＊

( 0. 204)

Wald chi2( 1) 108. 02 105. 66

N 26110 97655 97655 26110

注: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 ＊＊＊表示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对于流动人口而言，以城市规模为依据制定的城镇化政策是影响其子女随迁的重要因素之一。
而如何顺应流动人口子女的随迁趋势、回应流动人口的市民化需求，是完善当前城镇化政策最基本的
立足点之一。流动人口作为城市发展的建设者和贡献者，他们的子女理应作为城市发展成果的享用
者，但是在城市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他们是否享受到了他们应有的福利，享受到了城市公共服务的公

平待遇呢?

本文使用 2016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城市统计年鉴，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用实
证模型验证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影响及其机制。在经过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之后，
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即城市规模越大，流动人口子女的

随迁比例越低。经测算，城市规模均值处的连续边际效应的范围在 0. 033 ～ 0. 045 之间，即城市规模
每扩张 1%，流动子女的随迁概率下降 0. 033 ～ 0. 045 个百分点。
这表明，城市规模越大，城市发展的越好，为城市发展作出贡献的流动人口的子女越难享受到城

市的发展成果，越不容易随迁，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城市规模通过“公共服务”的作用渠道影响
流动人口子女的随迁与否。城市规模越大，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的人均拥有量越少，而教育和医疗的
不足使得流动人口的子女没办法在父母的流入地正常享受教育和医疗服务，由此降低了子女的随迁

概率。且相比于体制内劳动者来说，体制外劳动者的子女随迁比例更低，更容易被“挤出去”。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积极促进大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城市在制定当

地的发展规划、公共设施等方面，应该统筹考虑长期在城市生活的流动人口对当地公共服务的需求，
按照保障基本、循序渐进的原则，将流动人口统筹到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中去，以保证他们基本
的生活需要。第二，实施流动人口的精细化管理，鼓励第三方资金投入。一方面，政府要对流动人口
实施更加精细的管理，对本地的流入人口建卡立档，实施跟踪，以明确他们的需求;另一方面，政府既

作为基本公共服务的管理者，又作为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更多地应该是通过相关法律法规等制度

提高自己的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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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Size，Crowding － out Effect of Public Services and Children
Migrating with Floating Population

YANG Yu － xuan
( School of Government，Sun Yat － Se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006，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data from the seventh population census，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has reached 376 million． As urban builders and contributors，do their children equally enjoy the
fruits of urban development? Are they more likely to be“squeezed out”in the distribution of urban
development results? To this end，based on theoretical analysis，Probit and Iv － Probit models are
used to test the impact of city size on the migration of childre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the mech-
anism．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larger the city，the lower the tendency for children of migrants to
move with them． In larger cities，the“crowding － out effect”brought by the lack of education and
medical care make it impossible for the children migrating with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to get nor-
mal education and medical care services． This results in the decreasing rate of the children migra-
ting with their parents． Compared with the in － system laborer，the rate of children migrating with
their parents is lower，and they are more likely to be“crowded out”．

Key words: City Size; Public Services; Floating Population; Children Migrating with Par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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